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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宗教文化是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表现在哲学、伦理、建筑、艺术、音乐、绘画等有关的方方面面。中外宗教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容，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已经与中华民族文化交融为一体。从历史上看，基督教自唐朝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后，就揭开了在北京地区建堂传教的历史。基督教文化与北京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的冲撞、吸纳与融合，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北京教堂文化。北京教堂文化构成了北京地区丰富多采的教堂文化人文景观。

	【英文摘要】Beijing Church is not only the place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center of disseminating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he place of eastern andwestern communication,but also the camp of imperialism aggression to old China, and two witness of imperialism aggression to China. BeijingChurch Culture formed after the coming of Chris-tianity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portion of traditional Beijing Culture.Beijing Church Culture has enriched Beijing's treasure house,and at the same time pushed the progress of Beijing culture development forward,thusfacilitat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rure.Beijing Church Culture has very important influencc to Beijing traditionalculture, Beijing Church Culture has formed a colorful sight of churchculture in Beiji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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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定意义上讲，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两大类。宗教文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部分。本文所论述的基督教教堂文化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成。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每一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而且这一文化是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周一良先生说：“文化应当包含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一般说起文化，就是想到哲学、文化美术、音乐以至宗教等主要与精神文明有关的东西。”由此可见宗教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的生活习俗、教理教义、宗教教仪、宗教音乐、绘画、以及寺庙观堂建筑等等都是宗教文化的具体体现。
    基督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总称）是世界许多民族信仰的中心，是欧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基督教在许多国家与地区，对人们的思想信仰、伦理道德、科学技术乃至风俗习惯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据1995年统计，世界基督教信徒总人数已达16亿，比信仰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人数要多得多。基督教的圣诞节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美洲和大洋洲最主要的公众节日。圣诞节是西方国家家人团聚、各种庆祝活动异常热闹的全民佳节，宛如中国的春节。这一事实说明基督教是人类文化活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督教自公元7世纪起几度传入中国、传入北京，19世纪40年代后终于在中国、在北京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国务院1997年统计：“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400万人，教职人员约4000人，教堂、会所4600余座。——中国现有基督徒（新教）约1000万人，教牧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2.5万余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内部文件）。第2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基督教教堂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又是人类的发祥地，其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自辽、金、元、明、清朝相继在北京定都建城后，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文化作用日益全国化。北京的文化汇聚了全国的文化，它代表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北京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某一方面都可以自成体系。北京教堂文化，从唐朝景教的传入、建寺立碑开始，到明朝时期天主教再度传入建堂传教算起，已经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北京教堂文化在与北京历史文化的长期碰撞、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北京历史文化中的一个体系，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北京教堂文化，也就是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本文试图从独特的北京教堂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切入，来探讨其构成中国历史文化一部分的特性，并提出一些看法，敬请诸位专家、学者赐正。1　源远流长的北京教堂文化
    教堂，是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神甫、修士、修女；基督教的牧师、长老等神职人员修道、传教、举行弥撒、礼拜、祈祷等宗教活动的场所。教堂与每一位基督教信徒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凡基督教信徒的婚丧嫁娶都要到教堂举行宗教仪式。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西方传教士在北京建堂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国家雄传辉煌、精美绝伦的教堂建筑艺术传入了中国、传入了北京。一座座罗马式的教堂在北京这座东方文明古城中安家落户，形成了独据特色的教堂文化。
    北京地区最早的教堂，是位于北京房山区三盆山周口店车厂村的景数十字寺。北京房山区的景教十字寺始建于唐朝，是北京地区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教堂。
    基督教究竟是何时传入中国的？虽然中外有关人士说法不一，但是从历史遗存的确凿的文字记载来看，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从唐朝开始的。唐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即古罗马）主教阿罗本携带经卷来到中国长安，并受到中国皇帝的礼遇。当时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前去迎请阿罗本进宫到内室垂询问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云：“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相房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1](p43)1625年（明天启五年），在陕西ｚｈōｕ＠①ｚｈì＠②（今周至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古代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的史实。碑文云：“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1](p43)所以唐朝时称基督教为景教，教堂为景寺，教众为景众，教会为景门。明朝天主教信徒李之藻对景教之含义曾作过解释，他说：“景者，大也，召者，光明也。”明朝耶酥会士阳玛诺也说：“景者，光明广大之义；教者，教会也，言信仰景道之人缔结之团体。”[2]阿罗本来到中国后，唐太宗不仅允许他在中国传教，而且还恩准他在长安建寺度僧。当时唐朝政府拨款，今所司（主管建筑事宜的官员）主持，在长安义宁坊修建的大秦寺（初名波斯寺），这是基督教在中国建堂之始。由于唐太宗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宽容的宗教政策，所以基督教能在唐朝广泛的传播。基督教主教阿罗本还被唐太宗推崇为镇国大法主。唐高宗继承大统之后，继续推行唐太宗宽容的宗教政策。致使全国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局面。[1](p43)唐朝全国划分为十道，“法流十道”说明在唐朝时期景教已经传入北京地区。至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禁佛，景教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唐以后，内地的景教虽然趋于灭绝，但是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有景教流行。今天北京房山区三盆山周口店车厂村景教十字寺遗址，就是唐朝景教在北京地区流行的历史见证。
    随着蒙元帝国入主中原，基督教在中国再度兴起。元朝统治者称基督教信徒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是由阿拉伯文的“阿罗诃”转音而来，意思是“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也里可温是元朝统治者对基督教的一种称呼，它表明元朝建立以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
    元朝政府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一视同仁，皆为我用”的宽容政策，以期得到各路神灵的护佑。元世祖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酥，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那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3](p44)所以元朝时期，大都（北京）城内景教徒人数众多。“元朝景教教会在元大都（西人称其为汗八里）也有很大的势力，拥有三万名信徒，且很富有。他们在仪式和风俗上追随希腊教会，不服从罗马教廷，有漂亮而且虔诚地安排的教堂，有十字架和圣像以尊奉上帝和圣灵”[4](p11)元朝景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马薛里吉思有很大的关系。马薛里吉思来自中亚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干），他是一名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信徒，一生当中修建了不少景教教堂。元朝称景教寺为“忽木刺”。元朝的也里可温，不仅是对景教信徒的称呼，而且也是对天主教信徒的称谓。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的方济各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抵达汗八里（北京），元朝政府给予友好的接待，并允许他在中国建堂传教。大德二年（1294年）约翰·蒙特·科维诺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教堂，后被罗马教皇封为大都总主教，掌管中国教务。从全国来看，当时中国南北各地都建有不少教堂，并立了很多十字碑。北京房山区三盆山周口店车厂村景教十字寺在元代就曾经重新修建过，至今遗存的两通石碑碑文记载了当年元代重修景教十字寺的历史。石碑上刻有十字架，碑上还刻有叙利亚文：“仰望之，将以之而获所愿”。十字寺虽然历尽沧桑，但是“古刹十字禅林”的名称仍然沿袭下来。元朝政府为了管理基督教，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机构——崇福司。不过从当时基督教在元朝建堂传教的历史来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基督教的传播紧紧地依附于元朝统治者，教堂也多依靠元朝政府出资修建。元朝信仰基督教的人多为蒙古人、色目人，有些信徒还是朝廷中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这种“奉敕传教”的特点，很容易受政治风云突变的冲击。1368年元朝灭亡，基督教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再次受到冲击而绝迹。当年基督教在元大都修建的教堂，亦遭到灭顶之灾。除了北京房山区景教十字寺因地处郊区而幸免外，其它的教堂都随着改朝换代政治风云的变化而荡然无存。
    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并得到发展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各派纷纷传入中国，其规模和范围都超过了以往。明末清初是天主教在中国、在北京发展的时期。在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中，利玛窦是最杰出的人士。利玛窦在传教的过程中，极力把基督教的思想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他还从很多方面论证天主教教义和中国的儒学是一致的。他认为：“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注：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4页。）由于利玛窦的努力，使基督教在元朝灭亡以后重新出现在北京地区，并在北京重新建起了基督教教堂。
    北京地区现存的教堂多为明清时期所建，教堂虽然很多，但是大多已经拆除不存了。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最有名的教堂当数天主教的南堂、北堂、东堂、西堂和北京基督教会的崇文门教堂、缸瓦市教堂以及东正教的“南馆”和“北馆”。北京地区天主教至今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教堂共有17所，其中6所在北京内城，其余11所分布在北京郊区。在郊区的教堂数门头沟区后桑峪教堂最有名，其历史也比较悠久。
    东正教传教士在清康熙年间再次出现于北京。这些东正教的传教士取得了在北京建堂传教的权利后，却不积极传教和发展信徒，反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报上。由于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北京的活动过多地参与政治，充当了沙俄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因此东正教在北京建立的“圣尼古拉教堂”和“奉献节教堂”实际上成为沙俄侵略中国安插在中国心脏的侵略据点。因为圣尼古拉教堂座落于东直门北大街，奉献节教堂位于东交民巷使馆区内，所以两座教堂又有“北馆”和“南馆”之称。也许是由于这一历史原因，“中国很少有人信奉东正教。后来，苏联在北京东正教教会会址盖了苏联大使馆东正教北馆被拆除。”（注：姜立勋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72页。）如今北京已经没有东正教信徒了，东正教在北京地区已经绝迹。
    1840年以前，来华的基督教新派传教士因为中国法律所禁，他们不能在中国公开传教。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新教的传教活动也被列入条约之中。自此，基督教各派传教士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纷纷进入中国、进入北京建堂传教。传教士的足迹遍及北京城乡各地。
    基督教新教教堂一般称为礼拜堂，基督教新教的礼拜堂多为1863年以后所建。北京基督教教会是由欧美不同国家的不同宗派差遣的传教士组织起来的，所以基督教新教所建教堂最多。据粗略统计：北京现有各差会所建礼拜堂近百所，其中最有名的是崇文门教堂和缸瓦市教堂。这些教堂分布于北京各个城区与远近郊区。
    了解这些教堂，可以使我们重温历史，而且有助于我们认清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与反动的作用。2　北京教堂文化的特点
    由于基督教派别不同，传入北京地区的时间不同，因此不同派别在北京地区的传教方式的所建和教堂亦有所不同。这些由基督教不同派别所建的形形色色的教堂，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京教堂文化，成为北京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归纳起来北京教堂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北京教堂是宗教活动的场所。
    北京的教堂是中国基督教信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如：“北京基督教崇文门教堂每周的主日礼拜有3000多人参加。天主教北京南堂每周有四台弥撒，有2000多人参加，其中一台是专门为在北京的外国人进行的英文弥撒（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内部文件）。第31页。）。
    基督教教堂（基督教新教也称礼拜堂）不同于佛教的寺庙，也不同于道教的道观。与佛教的寺庙与道教的宫观相比，基督教的教堂似乎多了几分神秘与庄严，似乎离京城百姓的生活远了点。这大概是因为基督教教堂从不搞什么庙会、也不对外开放，更不允许京城百姓随意参观的原因吧。
    基督教教堂是主教、牧师、长老、司铎、修士、修女等神职人员传教布道、举行弥撒、礼拜和圣事的纯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基督教信徒过宗教生活的所在。每一个基督教信徒的婚丧嫁娶都离不开教堂。基督教信徒婚配，要在教堂举行婚配圣事；基督教的信徒去世以后也要在教堂举行弥撒。教堂是基督教教会的所在地，它与每一个基督教信徒的生活息息相关。教堂虽然谢绝参观，但是在一年一度的基督教重大节日——圣诞节期间却也不拒绝百姓的来访与参观。
    第二，教堂是传播西学的中心。
    中国有句俗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对基督教传教士来说可不大适用。与中国习俗恰恰相反，基督教传教士是“己之所欲，必施于人”。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用基督教文化征服中国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众多的不同国籍的传教士被罗马教皇派往中国。为了获取中国民众的好感与信赖，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不仅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大部分是西学有成就者。
    17世纪初期，基督教一个派别——天主教终于叩开了明王朝宫廷的大门。随着天主教在北京的传布，一些传教士在知识传教的旗帜下，把欧洲文化传入了北京，基督教教堂成为这些传教士展示西方科学与文化的所在。明朝末年，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继唐朝与元朝之后，在北京又重新建立起一座天主教教堂（宣武门教堂——南堂）。利玛窦初到北京正值传教伊始，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招揽京城百姓进堂参观，除将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画像、十字架摆放在教堂圣台的中央外，还将地球仪、浑天仪、三棱镜、日晷仪、报时钟、西洋琴展放在教堂里，任人随意参观。利玛窦以介绍西方科学与文化为名，有意识地结交中国朝野学士名人，顺应中国文化，来传播基督教思想。在布道传教的同时，利玛窦将地圆说、日大于地、月小于地、九重天说、四元行论等天文理论首先传入中国，并向中国科学家传授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还教中国科学家制造天文仪器。徐光启、李之藻在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天文学后，与西方传教士一起参加了明崇祯年间的修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编成《崇祯历书》137卷，同时又完成了日晷、星晷、望远镜、圭表等的制作，使我国新法书器俱备。后来在清康熙年间，传教士南怀仁曾主持设计、监造天体仪、地平经仪等大型铜仪，并编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从此中国完成了旧历法的改革，使欧洲天文学说在中国进一步得到传播。
    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天文学的同时，还将欧洲的医药学、解剖生理学等著作传入了中国，并译成汉文出版。康熙年间，西医、西药在中国已进入实用阶段。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曾在清宫廷充当御医，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白晋和巴多明合作，将法国《根据血脉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了满文，供御医参考（注：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页。）。康熙皇帝曾经两次御驾南堂，并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解剖学。随着传教士在北京建堂传教，除传入天文学、西医学等西方科学外，西方的地理学、数学结果也传入了中国。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成《几何原本》，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与中国学者王征合作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康熙年间南怀仁的《坤舆全图》问世。欧洲文化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西方传教士将西洋奇技介绍到中国，其目的是以欧洲的奇技为诱饵，来抬高他们的地位，使中国官吏“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注：《明史(325卷)·佛郎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从客观效果，传教士为传教而给中国带来了西洋的奇器异物和近代的科学文明。虽然传播西学并非出于传教士来华的本意，但是其结果却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总之，欧洲文化随着教堂的建立而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宝库，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为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和重新焕发青春注入了活力，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北京的教堂在客观上成为传播西学的所在，起了传播西学的桥梁作用。
    第三，教堂是中学西进的桥梁。
    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了西方。当然中外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有多种途径，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宗教。这些西方传教士进驻北京、建堂传教，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把西洋奇技介绍到中国，以此来抬高他们的地位，并搏取中国官吏的欢心；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欧洲，使欧洲了解了古老的东方文化。北京的教堂是西学东渐、中学西进的媒介与桥梁。
    明末清初时期，大部分西方传教士为了更好地推行知识传教的政策，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大多尽可能地把基督教教义说成中国人所能接受的哲理。为了传教，这些西方传教士要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字。其中有些传教士在了解了中国文化之后，很注重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典籍，并将中国的经典名著翻译成本国文字。
    早在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国去。康熙年间传教士将《大学》《论语》译成西文出版。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四书译本和《中国哲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思想。欧洲传教士还比较早地研究了《易经》。白晋用拉丁文著《易经要旨》，将八卦与“二进制”联系起来的假说，为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二进制”的科学创见提供了营养。在罗马出版的西班牙文的《中华大帝国史》是一本最早系统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书，也是由传教士撰写的。传教士卫匡国用拉丁文写的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在欧洲影响很大。元曲《赵氏孤儿》，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德文、俄文在欧洲出版。伏尔泰还将它改编成《中国孤儿》，曾在巴黎公演。一些传教士还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轿子等带有工艺美术性质的物品，不断地运回欧洲。中国文化通过这些在北京教堂的传教士将其传到欧洲，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伏尔泰曾说：“欧洲王公和商人所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注：科奇温：《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9页。）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中国的医药学也通过在京的传教士传到西方。如：中国著名的医药学《本草》一书由传教士邓玉函翻译成西文后在欧洲影响很大，使中国的中草药随之进入欧洲市场。“大黄”，是中国最早进入欧洲市场的药物。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与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说明，北京的教堂在中西文化的沟通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第四，教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营垒。
    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葡萄牙丧失了海外霸权，英、美、法、俄、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兴盛起来，掠夺殖民地，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首要任务。于是，资本主义各国就把基督教各个派别当作是争夺海外市场、掠夺殖民地的工具。基督教各派充当了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外国传教士在近代时期为资本主义侵略者刺探中国政治情报、军事机密，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不平等条约的谈判，积极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马前卒。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时期的活动与过去相比是迥然不同的，他们改变了明清以来在中国传教的谦恭卑徽的态度，随着大炮和军舰昂首阔步地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不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北京的教堂也由昔日沟通中西文化的场所，变成了资本主义各国侵略中国的营垒。
    西方传教士认为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唯一办法就是战争，叫嚣“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不但参与了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鸦片的罪恶活动，而且还直接参与了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西方传教士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搜集情报、创办刊物、制造舆论，摇旗呐喊，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来华后创办了《中国文库》期刊，为美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大造舆论；在参加中美不平等条约谈判时，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要求最惠国待遇权。总而言之，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时期的活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
    自鸦片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资本主义各国分别鉴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与俄、法、美、英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被迫重申了要“给还旧产”，而且还允许法国传教士随意地在中国各地建堂传教的权利。自此，各国传教士纷纷要求抵还教堂，一时间全国各地不断发生传教士以还堂名义霸占田宅的事件。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总理衙门的奏折说：“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业奸民指为己物，卖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则据为己有，驱逐业主。”各国传教士在“利益均沾”的口号下，蜂涌而入地来到中国。不平等条约签定后的历史事实表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事业，已经与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神父依据中法《北京条约》，唆使法国侵略军总司令葛罗，向清政府索回了基督教在明末清初时期建筑的东堂、西堂和北堂。法国传教士根本不考虑东、西、北三处教堂因“礼仪之争”后已经荒芜，地基上的居民有无搬迁困难，一律强令中国百姓立即迁走将三处教堂归还。他们的不法行为激起北堂居民强烈反对。清朝政府怕激起民变，只得与法国传教士协商，拨给教会八千两白银作为北堂的赔偿费，法国传教士孟振生收了钱，不久却再次强硬地向清政府索要北堂。清朝政府只得强逼北堂地基上的居民搬迁，将东、西、北三处教堂全部归还教会，但是已经拨给教会的八千两白银（1两=1/32kg，下同），却分文未能收回。1866年（清同治五年），教会用勒索之银在蚕池口地址上重新修建起北堂。作为北京枢机主教公署办公的所在地。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清政府为了扩建皇宫，决定给价银圈禁宫廷附近的地方，北堂也在圈禁之列。经多次协商，清政府将西什库2/3面积提供教士移建新堂之用，并拨给迁移费库平银35万两之巨。法国传教士遂将北堂迁建于西什库。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这些外国传教士，还要求在中国享有与中国官吏同等的权力，以达在中国站稳脚跟，永远占领中国之目的。为此，一些外国传教士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增加权益的要求。迫于资本主义各国的压力，总理衙门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二年）颁布了带有法律形式的《章程》，谕示各地照办。这一《章程》给了传教士与地方官吏同等的权力。对此，遣使会驻北京的总主教樊国梁说：“我们对这（指《章程》）应该知足了。”（注：台湾天主教主徒会：《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湾，1980年，第75页。）从此，一些外国传教士依仗《章程》为非作歹，肆意掠夺京城百姓的房地产。一些无赖之徒为了寻求保护纷纷入教。他们入教后，肆无忌惮地欺压邻里，为所欲为，成为社会上的特权阶层，京城百姓气愤地说：“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88页。）
    英国一位外交官在他所著的《对基督教的容忍》中说：“传教士一听说教徒或自称为教徒的人受到官吏的虐待，就起来保护教徒，这种做法只能激起中国上层分子对教会的愤懑，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公然指出：“基督教最大的敌人，就是传教士自己和自称为保教的西方列强。”（注：史式徵：《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00页。）面对列强在中国的不法行为，英国人赫德在1894年早就心有余悸地预言：“中国人的热血，已被过去两千年的经历，虽把中国人的思想训练得非常冷静，但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我想很可能有一天绝望的情绪会以最激烈的方式喷发出来，我们在北京的外国人或许会被一古脑全杀光。每个中国人将说：‘如果没有这帮番鬼，我们怎会落到今天这般地步，在我们被毁灭以前，且让他们先偿偿滋味！’”（注：芦汉超：《赫德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4页。）正如这位外交官和赫德所预言的，由于外国传教士及不法教民的不法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终于酿成了轰轰烈烈的烧教堂、反教会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巨大洪流。义和团运动从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教会、不法传教士和不法教民，让这些洋人自己先偿偿滋味吧。义和团团民不仅围攻教堂，也围攻外国使馆区。这种作法虽然不可取，但是它说明中国人民对洋人、洋教痛恨已极。
    在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信徒纷纷躲进教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以北堂为营垒与义和团进行对抗。法国公使馆还派法国武官恩利保率30名士兵进驻北堂，当时意大利也派去10名水兵加强北堂的守卫。2000多名信徒在崇文堂牧师指挥下修筑工事，抗击义和团。一些外国传教士还充当炮手，为八国联军通风报信。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外国传教士与不法教民怀着复仇的恶念，冲出教堂与八国联军一起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见物就拿，见人就杀。北堂——这个传播“福音”的圣地，竟成为烧杀抢掠的罪恶深渊。在主教樊国梁的指挥下，北京的银子、玉器、古玩、珠宝源源不断地流进西什库天主教教堂。1901年1月9日的《纽约先驱报》登载文章说：“北京教区会计葛珑壁在三天内就发出了四十五万法郎的记名和不记名的支票。”（注：《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98页。）以普世人类和博爱为宗旨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对中国人民所抱的态度和立场，却是狂热的复仇主义，各个杀气腾腾、似虎豹豺狼。教堂成为他们掠夺中国人民的营垒。
    基督教另一派别——东正教在中国的活动也是极不光彩的，沙皇把东正教教堂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和营垒。东正教自康熙年间传入中国后，先后在北京修建了尼古拉教堂、奉献节教堂和圣伊尔库茨基·英诺肯提乙教堂。尼古拉教堂位于东直门北大街东侧的今俄罗斯大使馆内，奉献节教堂位于东交民巷，所以北京人习惯地称二座教堂为北馆和南馆。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实质上是俄国政府派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它名为“传教团”，实则“负有供给俄国使臣情报之秘密任务，甚至暗中参与密谋”。[5](p16)东正教教士在北京主要任务不是传教，而是执行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工作内容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实际上是沙皇手中直接掌握的工具。“北京东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关注的对象”。（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沙俄侵华史》（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82页。）俄国东正教的传教士们以教堂为营垒，为沙俄政府干着侵略中国的勾当。例如：“俾丘林神父经常冒充中国人走街串巷，先后绘制出《北京城廓图》，编写成《蒙古志》等，为沙俄侵略中国作准备”。（注：关立勋主编：《中国文化杂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1861年，沙俄政府外交部派公使进驻北京，俄国政府居然将南馆改为俄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令传道团迁回北馆居住。“传教士们以教堂为堡垒，以教徒为臣民，形成地方的权力中心，成为国中之国”。（注：关立勋主编：《中国文化杂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33页。）这些东正教传教士们在中国巧取豪夺，无恶不作，其劣迹书不胜书。
    由以上所列举的部分历史事实就不难看出，近代时期北京地区的教堂不是基督教传播福音的圣地，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营垒。
    第五，教堂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历史见证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后，北京的法国教会还要求法国公使馆与清政府交涉，要求中国赔偿北京教区和教徒的损失与伤亡。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得向北京的法国教区和整个宗座代牧区赔款达500万金法郎。（注：台湾天主教主徒会：《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湾，1980年，第43页。）不仅如此，八国联军侵华攻克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又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加上年息四厘，共达9.82亿两。加上地方赔偿2000万两以上，庚子赔款总数达10亿两以上。清政府以“关余”、“盐余”和“常关税”等为担保。从此，清政府的重要税收，除田赋外，几乎全被帝国主义控制。帝国主义各国以“损失”多少分赃，各国传教士以“损失”最大为由，纷纷索要赔款。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从庚子赔款中得到3.8万两白银的赔款，除修复尼古拉教堂外，又新修了教众归天堂、圣母堂、英诺肯提乙堂以及修道院、坟地教堂等。北京西山地区、通县、香山等地都建堂传教。
    外国传教士以天主教南堂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了冲击为名索要庚子赔款，这些外国传教士用庚子巨额款于1904年重新修建了南堂教堂，我们今天看到的南堂就是义和团运动后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的。
    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也以王府井教堂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焚毁为由索得巨额赔款，并于1905年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在教堂的中间部位至今仍清晰地刻着“1905年”几个字，它记载着外国传教士掠夺中国人民财产、强修教堂的罪恶。
    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法国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后趁火打劫、用榨取的庚子赔款新建了东交民巷天主堂。东交民巷天主教教堂始建于1901年，是由法国传教士高加理用庚子赔款修建的。
    1903年英国伦敦会利用索赔之款，在缸瓦市教堂旧址周围征地扩建了缸瓦市教堂。
    1900年后，美国卫理公会用庚子赔款先后开设了珠市口堂、花市福音堂、方巾巷堂、广安门关厢福音堂、白纸坊福音堂、平门外小沙土园堂、左安门外教堂和右安门关厢福音堂。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各国传教士纷纷出笼，乘机为各自的教会强占地盘，索要赔款，在京师重地建成了一座座教堂。
    北京地区现存教堂多为义和团运动后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因此这些教堂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掠夺中国人民财产的历史见证。3　北京教堂文化对北京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与西方传教士在北京建堂传教之始，独具特色的北京教堂文化逐渐形成。北京教堂文化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所以北京教堂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北京教堂文化的形成，一方面将西方科学技术、天文地理学、数学、医学、水利学等等带入北京，推动北京科学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知识的宝库。另一方面也把西方的文学艺术传入中国。中国人在北京教堂里最先看到的西洋画。外国传教士把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西方画像也带到北京，悬挂在教堂中。这些西洋艺术品传入北京后，立刻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清入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说：“明时有利玛窦者，西洋欧罗巴国人，通中国语，来南都，居正阳门西营中。画其教主作妇人抱一小儿，为天主相，神其圆满，彩色鲜丽可爱，尝曰：‘中国只能画阳面，故无凹凸，吾国画阴阳，故四面皆圆满也。’凡人正面则明，而侧处则暗，染其暗处稍黑，斯正面明者，显而凸矣。”（注：关立勋主编：《中国文化杂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50页。）西方绘画艺术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对中国绘画艺术影响较大的，当数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他到北京后居住在王府井天主堂，后在清宫廷任职。他的画别具一格，以中西掺用法而闻名于清朝画坛，为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欧洲画风的影响下，清代画坊上出现了新的风格。
    随着传教士的到来，西洋乐器及西洋音乐也传入了北京。利玛窦曾将一张铁弦琴贡献给明神宗，明神宗还命其子向传教士学习演奏西洋乐器。基督教信徒在教堂做弥撒时，也多以音乐伴奏唱诗，这说明西洋音乐自明万历年间就传入了我国，随之西洋乐理、五线谱的制作陆续传入北京。欧洲音乐传入中国，使中国的音乐，特别是宫廷音乐的内容更加丰富。
    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而传入中国的欧洲文化，还包括建筑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内容。从明朝末年起，在教堂兴建的同时，西方传教士把欧式建筑风格也带到了北京。例如天主教南堂与北堂的建筑风格都属西方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教堂有彩色玻璃嵌门窗，正面都有精致的砖雕和雕像。随着北京教堂文化的形成，欧式建筑在北京这座东方古老的都城安家落户。在西方建筑艺术的影响下，欧式建筑在中国皇家宫宛也出现了。如：清代圆明园欧式宫殿的兴建，则是受欧式建筑影响而在北京兴建的最宏大的工程。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建筑群，具有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秀美可爱，也具有中国建筑的特色，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注：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5页。）
    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欧洲截然不同，外国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多采用罗马拼音方法。利玛窦当时只为自己学习汉字方便用罗马字母拼音，没有想到却开创了中国文字拼读的应用与研究。
    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基督教传教士来化的本意并非是为了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传入中国；不过也应该看到，这些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与政府官员和商人是不完全相同的，他们除了在本国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与保护下参与政治外，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要彻底改造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使中国人西方化，一句话，他们要用基督教文化征服和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这才是基督教传教士来华的真正用意与目的。基督教传教士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化的西学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工具。基督教化的西学就是通过开办医院、设立学校、出版刊物和书籍等来影响和改造中国社会。正如西方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言：传教士的目的是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传教士的活动是以教会和帝国主义利益为指归的，以学辅教只不过是基督教传教士活动的主要手段。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的一部分，他们传播西学、开办学校和医院，只不过扮演了一个文化掮客的角色。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就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活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会摆脱了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西方教会的控制，建立了自治、自传、自养的教会，终于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如今北京教堂文化，正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北京教堂文化丰富了北京历史文化的宝库，推动了北京文化发展的历程，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对北京的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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